











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, 结果人们普遍接受了 “效率优先”的
观点 。笔者认为 ,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 ,提出这种主张值得
商榷 。
一般来说 , “效率优先”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一个基本
原则 , 必须以机会均等为前提 。如果没有机会均等作为前




是均等的 。从行政调节角度看 ,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实行 ,
很难为不同部门 、企业和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平等竞










也很难评价和调节 。例如行业垄断问题 。一般说来 ,在市场







合理调整 , 而且会形成平均利润率 , 使不同部门 、不同企业
大体上都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 ,缩小部门之间 、企业之间


















水平 , 这样每个劳动力由于其所处企业 、部门和地区不同 ,
其获取收入或效率的机会显然不可能是均等的 。
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:没有机会均等的效率优













制 。就经济公平来说 ,起点上的机会均等 ,过程中的规则公
正 ,结果的收入与有效投入的对称 ,必将有利于调动人的积
极性 , 从而促进效率的提高 。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财富的
增加 ,又有助于经济公平的进一步实现 ,所以两者是内在统









时保障社会弱者的基本生活条件 。因此 ,只要运用得当 ,就
可以减少收入过分悬殊的负面效应 ,在减少社会震荡 、求得









时间 。前面讲过 ,效率优先的前提是机会均等 ,而机会均等
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才能真正实现 。在我国 , 建
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一蹴而就 , 而是需
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。在此之前 , 由于双重体制并存所带
来的矛盾 、漏洞 , 经济主体竞争的机会不可能均等 , 由此带
来的“效率”和收入上的巨大差别 ,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 ,这
种不满一旦普遍化并付诸行动 ,必然造成社会动乱 ,从而影












胀 、生产投资萎缩 、劳动积极性下降 、官僚主义盛行的“福利
病” 。既注重效率 , 又注重公平的日本和德国 , 其经济不但
没有停滞 ,相反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。
———从发展中国家看 。在五 、六十年代 ,奉行效率第一 、
公平第二(即先增长后分配模式)的国家 , 如巴西 、墨西哥
等 , 尽管在经济发展初期取得了 “惊人的奇迹” , 但好景不
长 。到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,这些国家由于贫富悬殊及由此
导致的政治动荡 ,普遍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,这种局
面直到现在还未彻底摆脱;奉行公平第一 、效率第二(即重
分配 、轻增长模式)的国家 , 如斯里兰卡等 , 70年代开始改
革以前 ,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状态;而实行效率与公
平相兼顾(即边增长边分配模式)的国家和地区 ,如南朝鲜 、
新加坡、台湾省等 , 不仅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, 而且经济发展




会矛盾的尖锐化 ,在 80年代后半期发生了数次政治动荡 。
综上所述 ,理论和中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 ,在我
国体制转轨时期 ,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 ,任何强调一方轻视






者 , 这方面的关系将日趋紧张 。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国可能
特别尖锐 , 不仅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公平和
减轻贫困 , 还因为中国目前许多社会机构和手段很不适合





1 、微观经济主体 , 无论是非公有制企业 , 还是公有制
企业 ,一律进入市场 。要确保企业的自主权 ,使企业真正成
为自主经营 、自负盈亏 、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
市场竞争的主体 。在微观领域 ,以效率为原则 ,以追求利润
最大化为目标 , 让企业依据市场机制自行决定职工个人的
收入分配 。
2 、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 ,完善市场规则 ,使各种经济主
体处于同一起点上 、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公平竞争 ,真正做
到机会均等 。
3 、建立健全政府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 , 包
括税收调控体系 、法律调控体系 、社会保障体系等 , 通过这
些手段 ,在再分配领域调节过高收入 ,保障低收入居民和社
会弱者的基本生活需求 。
4 、切实重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 , 使每一个孩子———
不论其家庭贫富如何———都能受到公平的教育 , 使下一代
进入市场时能处于同一起点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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